
0. 引言

张辉，江龙（2008）认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

分析（CDA）在理论构建和具体的应用分析上具有一

定的互补性。两者的结合一方面能进一步提高 CDA
研究的明晰性和深度，另一方面也使认知语言学更加

关注语言使用的社会性和政治性，考察语言在社会文

化语境中生成和理解的认知过程。
随着 CDA 这一学科的蓬勃发展，将认知语言学

的理论运用于社会、政治等话语的分析，运用人脑的

认知机制考察语言使用背后的内容，揭示语言背后

的意识形态，已经成为 CDA 研究者和认知语言学家

共同的关注点之一。国外语言学家对二者的结合已

经 有 了 尝 试 ， 其 中 以 Hart （2010, 2011a, 2011b,
2011c, 2013）的系列研究为典型代表。本文将认知语

言学理论中的“识解操作”这一基本认知模式运用于

话语的批评性分析中，探讨二者融合的途径，证明除

张辉，江龙（2008）探讨过的隐喻之外，认知批评语言

学对于社会话语中的其它话语现象同样具有较强的

解释力。
1. 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融合的潜力

1.1 认知语言学简介
认知语言学兴起于上世纪 70 年代末，在本世纪

得到蓬勃的发展。同 CDA 相似，认知语言学并不是单

一的语言理论，而是一种研究范式，是基于一组有关

语言的共同假设基础上的多种认知语言理论的统称，

其主要理论包括：概念隐喻理论 （Lakoff & Johnson
1980）、框架语义学（Fillmore 1982）、动力意象图式

（Talmy 1988a，2000）、心 理 空 间 与 概 念 整 合 理 论

（Fauconnier 1994，1997） 以 及 认 知 语 法（Langacker

1987，1991）等。将这些理论联系在一起的基本假设

包括：人的语言能力并非是独立存在的，而是和人的

认知能力紧密相关的；语言知识在本质上是概念性

的；语法结构并非自给自足，它与意义的表达密切相

关；意义根源于经验；语义不仅是客观的真值条件，

而是主观与客观的结合，是人们在不同词汇、语法结

构之间选择的结果。对语言的反客观主义观点和对

经验主义的关注是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共

同特性，这一共性构成二者融合的基础。
1.2 针对 CDA的批评———缺乏对认知因素的考量
CDA 已走过了 30 多年的发展历程，其影响不断

扩大，成绩斐然。与此同时，针对 CDA 的批评也不绝

于耳，对认知因素的认识不足便是其中之一。
一方面，CDA 主张“广泛地运用各种语言理论

对各种语言现象进行分析”（Weiss & Wodak 2003:
12），但事实上，CDA 所采用的语言理论及研究目标

都有一定的局限性，单就其所采用的语言理论本身

而言（如系统功能语法），CDA 也常常是有选择地使

用。Widdowson（2004：97）就曾指出，“CDA 并不是对

系统功能语法系统地整体地运用，而只是从方便的

角度挑选符合自己研究目的的方面。”此外，一些

CDA 理论确实尝试将系统功能语法以外的语言理

论运用于话语批评中，但是这种理论上的折衷主义

也受到诟病。Fowler（1996：12）就曾指出，“随意地将

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模型”运用于话语分析是危险

的。CDA 对多种语言理论的选择性运用缺乏系统性

与连贯性。
另一方面，在 Fairclough（1995）的话语分析三

层次划分中，传统语言学对语言本身的描述性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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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识解操作与话语策略 ②

认知过程
话语策略

注意 比较 视角 完形

身份认同

识解操作

焦点

侧重

扫描

框架化
范畴化

隐喻

定位
指示

模态

结构构型 图式化

究做得最多；CDA 应用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对话

语实践与社会实践之间关系做出了解释，但研究

者们针对语篇与话语实践过程之间关系的阐释性

研究相对较少。用 Fowler（1996：12）的话来说，“理

论中没有考虑读者的视角”。O’Halloran（2003）也认

为大部分 CDA 研究在语言认知方面存在不足。话

语中的各种语言结构只有在话语消费者头脑中形

成认知表征，才能使其所携带的意识形态功能得以

实现。
此外，在一些具体问题上，CDA 的解释力明显不

足，认知对等（cognitive equivalence）问题便是其一。
话语在语言层面的表现与其在话语制造者、话语消

费者① 的认知层面表征是否对等？对等程度如何？话

语制造者与消费者所经历的认知过程是否相同？语

言层面信息的缺失是否意味着话语层面乃至心理层

面信息的缺失？（O’Halloran 2003）这都是有待解决的

问题。
van Dijk 的社会认知理论将认知因素加入话语

批评的过程。但是，他考虑的仅仅是部分认知因素，

并没有尝试对认知语言学理论本身加以运用（Hart
2010：15）。迄今为止，将认知语言学理论系统地运用

于 CDA 的尝试并不多（Chilton 2005：21）。
1.3 认知语言学与 CDA融合的潜力
认知语言学与 CDA 有着天然的联系。在语言的

概念构造力方面，CDA 与认知语言学都持反客观主

义的观点，二者都关注经验主义（experientialism）的

重要性。大多数 CDA 研究者已经逐渐认识到认知过

程在意识形态的表征与再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中

介作用（Wodak 2006：182）。Stubbs（1997：106）也曾

指出，如果想要将语言和思维结合起来，我们就需要

与两者都相关的数据与理论。而认知语言学无疑就

是这样一种理论。
由于认知语言学是建立于一系列假设基础上的

一组理论的综合，尝试从认知的角度对语言做出统

一的解释，因此在从传统概念上的语义到语法的广

泛范畴内都拥有合理的解释力，如 CDA 研究中的词

汇隐喻和语法隐喻在认知语言学的分析框架下都能

得到解答（Koller & Davidson 2008）。隐喻研究只是认

知语言学研究的若干关注点之一，也是人类语言使

用所依赖的众多识解操作（construal operation）的一

种。将对认知识解操作的认识运用到 CDA 研究过程

中，可以为话语的批评性分析提供一个相对连贯且

具有广泛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弥补当前 CDA 运用语

言理论零散、不连贯的缺憾。
2. 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融合的方式

在讨论了 CDA 与认知语言学融合的必要性与可

能性之后，我们以《人民日报》中的农民工新闻报道作

为语料，将认知语言学的理论框架应用到批评话语

分析中，以“侧重”这一识解操作为例，探讨 CDA 与认

知语言学结合的可行方式。
2.1 认知识解操作
如 Langacker（1987）所言，认知语言学最重要的

假设之一便是“语义即概念化”。表面上真值条件对

等的事件/场景在同一种语言内可以形成不同的表达

方式，这是负责概念化的“识解操作”作用的结果

（Croft & Cruse 2004：40）。针对同一事件/场景，概念建

构系统会提供一系列可供选择的结构表征（structural
characterization），说话者需要从中做出选择，对特定

的场景进行概念化（Talmy 2000）。例如，汉语中的“母

亲”与“妈妈”的真值条件是对等的，但二者概念化的

过程有异，激活的语义框架也不尽相同。概念化的过

程也就是识解操作的过程（Croft & Cruse 2004）。识解

操作不仅存在于传统的词汇层面，更存在于语法、语
篇等层面。认知语言学家提出了多种识解操作，并对

其进行分类，其中以 Talmy （1988b） 和 Langacker
（1987）的分类最为典型。Croft & Cruse（2004）对认知

语言学家们提出的各种识解操作进行总结与分类，

并将其同认知心理学家与现象学家们发现的心理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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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进行对应，证实了这些识解操作的认知心理可行

性，同时也进一步证实了认知语言学关于“人类的语

言能力是普遍认知能力的一种”的假设。
Hart（2011a：269）指出，在话语的阐释阶段，CDA

研究中提出的各种话语策略只有通过相应的识解操

作才能得以实现。因此，在 Croft 和 Cruse 分类的基

础上，Hart（ibid：272）对四种基本的话语策略与实现

这些话语策略的识解操作进行了对应的分类与分

析，见表 1。
这一对应表为话语的认知批评分析提供了具体

的解决思路。基于普通认知心理过程的认知识解操

作是话语策略得以实施的基础。只有借助特定的认

知识解操作，激活受话人对于话语的定向阐释，话语

策略才能起作用，话语目的才能达成，话语背后的意

识形态才能得以传播。受篇幅所限，下面我们仅以表1
中的“侧重”这一识解操作为例，证明其在话语的批评

分析中的解释力。
2.2“侧重”识解操作与话语的批评分析
Langacker（1987）用基体（base）和侧重（profile）两

个概念来解释词义范畴与认知背景之间的关系。基

体就是背景，侧重就是以基体为映衬被凸显的部分，

即词义范畴本身是侧重，与词义范畴存在直接关系

的知识或概念结构是映衬词义概念的基体。侧重与

背景的关系，不只适用于语义的解释，更适用于话

语分析的各个层面。在侧重的案例中，注意力辖域

中不被侧重的部分是隐含的。转喻、名词化和无施动

者的被动结构都是侧重这一识解操作作用的结果。
转喻是一种典型的侧重 /背景关系。Lakoff 和

Turner（1989）认为，转喻是在同一认知域中的概念映

现，这一映现包括的“替代”关系主要是指称。Croft
（1993）利用域凸显来阐释概念转喻。他在同一认知域

矩阵中考察转喻的认知本质，认为概念转喻是次认

知域和主认知域之间的凸显关系。Langacker（1999：

199）指出，转喻从根本上讲是一种参照点现象。更准

确地讲，通常用转喻表达的实体作为参照点为目标

实体（即实际所指的实体）提供心理通道。
K觟vecses 和 Radden（1998）指出，转喻是一个概

念转移的认知过程。Croft 和 Cruse（2004）依据转喻

背后的语义关系将其分为“本征性”（intrinsic）和“非

本征性”（extrinsic）两种。非本征性关系指的是偶发

性、随机性的关系：如餐厅里的客人与其点的菜；而

本征性关系指的是一种内在的、或者至少是较为固

定的联系：如某人和某人自身的各种特征之间的关

系。在 CDA 研究中，已有尝试对不同类型的转喻在

话语中（多见于移民话语研究）的意识形态作用进行

研究。Reisigl 和 Wodak（2001）指出，非本征性转喻

可以使施事关系神秘化，而本征性转喻则具有两种

功能：凸显个体的某种特征（通常是负面的）和构建

并传播某种社会原型。部分句法层面上的名词化现

象中，转喻也起着重要作用。Hart（2011c）、张辉，张天

伟（2012）对认知转喻在 CDA 中的作用也曾进行过分

类与介绍。
（1）非本征性转喻与批评话语分析

非本征性转喻通常涉及从施事者到其他相关实

体的概念转移，例如：施事工具代指实施者；产品代指

实施者等。Langacker（2002：215）认为，这实际上就是

一个行为链上的侧重/背景问题。在原型语句结构中，

句子的主语由施事者（agent）充当，施事者自然而然

地被概念化为行为链的首要参与者与“能量源”
（energy source），因此也具有最高的显著度，是句子中

最被侧重的部分。随着能量的传导，句子各部分的显

著度及被侧重的程度也逐渐削减，如例［1］。
［1］各级政府一方面强化就业服务，让农民工就

业有门路，求职有信息；一方面部署开展大规模的农
民工职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就业技能；落实减轻企业
负担的政策，稳定在岗农民工就业岗位。（《人民日报》
2010.1.22）

例［1］是典型的施事的显性结构。“主语位置的

默认题元是施事，及经验者、致使者等施事类题元”
（刘丹青 2005：292），因此施事在句子的主语位置获

得语言表征，是概念层面的行为链在话语表层表征

的原型结构。在该句中，“各级政府”在针对农民工的

各种行为的行为链上被赋予积极主动的力的施加者

的角色，承担着推动话语表征行为前进与实现的作

用，如下图 1 所示。

在真实话语中，出于不同的话语目的，话语制造

者常常对上述原型行为链和行为的原型语言表征进

行变形，对行为链的各个参与者如施事、受事、工具

等进行相应的安置，为行为链的各个参与者赋予不

同的显著度，从而引导话语消费者就同一客观内容

进行截然不同的阐释。如，使施事通过不同于施事者

本身的事物或者是依靠主语以外的其它语言结构获

得表征，甚至以缺省的形式出现并且需要依靠话语

消费者基于语境和语用原则的推理才能够还原，我

图 1：显性施事行为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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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将这些结构统称为施事的隐性结构。在这些结构

中，施事在整个行为链中作为发力者的核心地位发

生了变化，其与话语所述行为的关联度也随之改变。
对于施事显著程度的弱化，是最典型的借助非本征

性转喻实施的话语制造手段，其背后的意识形态动

因也值得探讨。
当一个施事同时与两种行为发生联系时，新闻

报道中常会出现对其中一个行为进行名词化语言表

征的现象。这类语言现象依据其内部的语义关系又

可分为两种情况：在第一类中，两种行为是平行关系，

施事实体同时在这两种行为中承担动作发出者的角

色（如例［2］）；在第二类中，两种行为存在递进关系，

施事实体仅是被名词化的动作一的发出者，而动作

一的实施或者结果作为第二个施事实体，在第二种

行为中担任动作发出者的角色（如例［3］）。在这两类

名词化结构中，随着动作一本身的名词化，动作一的

施事在行为链中作为力的施发者的显著地位发生了

变化，其显著度发生明显的下降，而这一“凸显与背景

化”的机制正好可以为话语制造者传播特定的意识

形态所用。
［2］比如各地政府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包括医

疗、教育等方面的新举措，应充分
·
考
·
虑社会各阶层的

利益诉求，本着问计于民的原则，事先和群众进行实
事求是的沟通，让群众意志成为改革的主要精神。
（《人民日报》2010.1.21）

在该例中，从句子的表层结构看来，划线部分是

“考虑”这一行为的主语，是行为的发出者；从深层的

语义关系理解，“各地政府”才是“推行”和“考虑”两个

行为的施事，做出“考虑”动作的应该是“政府”甚至是

“政府”所代表的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而不是“措施”
本身。这句话的前两个分句的行为链如图 2 所示。第

一行为“推行”在句中以名词性主语的形式出现，在概

念层面上，这实际上是一个“行动代参与者（ACTION
FOR PARTICIPANT）”（Peirsman & Geeraerts 2006：

276-277）的转喻。但是，“推行”行为的发出者“政府”在
语言表层结构上又没有完全被隐去，它以名词定语

的形式呈现于语言表层，因此我们在图示中用浅色

框和箭头分别对这一施事及其施加的力加以表示。
同时，由于“政府”与“诉求”之间的施事与受事的关系

在语言表层没有得到显性的表征，我们用虚线箭头

表示二者之间力的作用。
话语消费者在对此类结构进行阐释时，注意力

会更多地集中于“推行新举措”这一行为本身，而非新

举措的制定者与推行者。比起施事的显性结构，这种

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传统意识对于“政府”等职

能部门行政行为的“自上而下”强制性的认定，更有利

于调动包括农民工在内的话语受众对该行为的支持

与参与，激发社会各阶层的责任感，使其更加主动地

参与到目标行为当中。

［3］实施就业服务政策向农村劳动力的延伸，
·
使

·
城
·
乡
·
劳
·
动
·
者
·
享
·
受
·
平
·
等
·
的
·
就
·
业
·
服
·
务。（《人民日报》

2010.1.20）
同为主体行为的名词化，例[3]中第二行为（使城

乡劳动者享受平等的就业服务） 的施事者不再与第

一行为（实施就业服务政策向农村劳动力延伸）是同

一实体，而变成了第一行为本身或者是结果———但

是由于第一行为的施事者对第一行为的实现负有不

可推卸的责任，因此三者之间形成一种连续性力的

传导。在例［3］中，“实施”行为的施事者在语言表层

没有得到表征，需要话语消费者结合认知语境在概

念层面自发地填充，因此在图 3 中我们用虚线框加

以表示。

图 2：施事的隐性结构：主体行为的名词化 1

图 3：施事的隐性结构：主体行为的名词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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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图中，粗体框和箭头是话语中凸显的成分，

浅色框为获得语言结构表征、但显著程度相对较弱

的成分，而虚线框则表示在话语中没有获得语言表

征、但是在话语消费者的头脑中根据完形的认知原

则和行为链内部的非本征性临近关系能够获得补充

的成分。正如 Reisigl & Wodak（2001：58）所指出的，

“转喻将责任行为人保持在语义背景中”。针对中国

农民工新闻报道话语案例统计分析显示，被名词化

的行为的施事、责任人或者说潜在的责任人中，以政

府为代表的政策制定者和推行者为主。借助行为链

上其它临近元素提供的心理通道，这些施事在话语

消费者的头脑中能够获得还原———但是相比于典型

结构中，它们的凸显程度被大大降低了。
除主体行为的名词化以外，中国农民工媒体话

语中常见的施事的隐性结构还包括施事的物化、施
事的非显性可还原结构、施事的完全缺失等语言结

构。这些结构都借助非本征性转喻实现对相关内容

的侧重与背景化。虽然施事是话语背后行为链的必

要组成部分与核心，它在话语中却经常以隐性的形

式存在。
不可否认，此类结构的使用部分是基于汉语语

言习惯。但是，施事的隐性结构在农民工媒体话语中

高频出现，也具有多方面的意识形态动因：对施事者

显著程度的弱化，可以在概念层面拉远行为主体与

行为本身等行为链上其它元素的距离，从而实现行

为责任关系的模糊化。以农民工话语为例，这些结构

的选用能够在话语消费者的概念层面弱化政策的制

定与实施、对农民工等人群的接纳度设定等传统意

义上多为单向的政府行政行为与行为主体之间的责

任关系。于是，这些行为不再被看作单纯的政府施力、
群众受力的单向力的作用，这更有利于社会合力的

凝聚，有利于更和谐、公平的社会关系的建立与维系。
这种对于政府等施事凸显程度的弱化，正是主流媒

体在当前“转变政府职能、助力中国梦”的大形势下，

在话语层面做出的适应性调整。
（2）本征性转喻与批评话语分析

Hart（2011c: 178）指出，本征性转喻涉及的仍是

侧重操作，但是不涉及行为链。本征性转喻侧重的通

常是给定认知域中的一个成分，或者是包含了所有

成分的整个认知域本身。由此，Hart 进一步将本征性

关 系 细 分 为“内 向 型”（inwards） 与“外 向 型”
（outwards）两种。“内向型转喻”也就是我们俗话说的

“以小代大”，最常见的就是“某一特征指代实体本

身”的转喻。通过这种转喻，相对于实体本身，实体的

某项或某些特征获得凸显，其它特征在某种程度上

被掩盖。如中国农民工媒体话语中，针对农民工所使

用的“农民”系列名词性称名指称，就是典型的借助

内向型本征性转喻实现对目标实体农民工进行身份

认定的目的。
［4］张晓山认为，目前在很多地方，农民工进城打

工、购买商品房已不受限制，但是在医疗、社会保障、
教育等方面还存在很多障碍，因此让农业转移人口
真正融入城市，根本是在这些方面进行改革。（《人民
日报》2010.1.7）

当“农民”“农村劳动力”“农业转移人口”等指称

在新闻报道中被用来指称农民工群体或个人时，基

于“农民”的概念域中的某一或某些方面就随之获得

了凸显，而同一认知域中的其它元素也相应地被背

景化了。其概念域中组成元素的变化如图 4。
上述“农民”等汉语语言单位在无语境、无指称等

话语作用的情况下，对概念域中各种概念要素的唤

起潜能是均等的，但当其在特定话语语境中作为农

民工的指称时，该概念域与“农民工”概念域所共有的

要素（如出身农村、具有农业户口等）便获取了相对更

高地唤起潜能，成为了语义激活点，为话语消费者搭

建起一条（或几条）通往所指称概念域的心理通道。
话语消费者在话语语境中对该指称的理解过程，实

际上就是在心理上靠近指称目标即农民工的过程，

而在这一过程中，作为两个语义网络连接点的共有

语义要素便成为了话语消费者注意的焦点，而这两

个认知域中并不紧密相关（如图 4 中“农民”的人格

优势和缺陷等，在图中用实线框标示）甚至相悖（如

从事生产的性质等，在图中用虚线框标示）的语义要

素则由于远离这条心理通道而淡出话语阐释者的心

理视野。这种借助目标认知域中某一或某些固有属

性搭建起通往目标认知域的心理通道的机制，正是

“内向型”本征性转喻的作用机制。于是，在对与“农

民”出身及相关意义语素的指称的阐释过程中，话语

消费者对农民工群体的“农村出身”和“户籍身份”等
社会属性的注意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得到了强化，而

这些被凸显的属性又强化了被指称的农民工与新闻

报道话语消费者（主要以城市居民为主）截然二分的

范畴特性。
针对农民工的“农民”系列指称的产生与使用有

其历史与现实原因。但是，这种指称方式在媒体话语

中的频繁使用，在话语受众中可能导致的社会群体

的分划效果也许是主流媒体一直没有注意到的。这

种借助内向型转喻实现的对于目标实体某些特征的

凸显，进而产生的范畴化效果，也只有从认知的视角、
剖析话语受众对话语的阐释过程才能够发现。这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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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将认知语言学融入话语的批评研究的意义所在。
“外向型转喻”最典型的代表是“群体指代个体”。

Reisigl & Wodak（2001）曾指出，这类转喻通过对不同

个体的无差别对待，在不同等级之间创造相似性与

同质性，达到创造与凸显某种社会范畴原型的目的。
中国农民工话语中，针对农民工的“工人”系列指称便

是基于“外向型转喻”的指称方式。
官方对“工人”这一概念界定的标准先后经历了

“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劳动性质”———“生产资料所有制

和户籍身份”———“生产资料所有制”三个阶段。虽然

在经济学领域，“不占有生产资料”一直是“工人”的典

型特征，但在社会学领域，“工人”是城市居民的典型

代表。主流媒体话语中，用“工人”指称农民工的案例

逐年增多。除“工人”一词外，“产业工人”“职工”“员

工”等近义词也在新闻报道中作为农民工的指称出

现。职工、员工等概念存在着交叉关系，二者常常可

以相互替换。而“工人”则是职工、员工的下义范畴，

农民工作为“具有农民身份的工人”，又是“工人”的下

义范畴，于是“工人”系列指称与指称对象农民工之间

的关系可以表示如图 5。

农民工在“职工”“员工”和“工人”范畴

中并非典型成员，作为这些概念的指称对象

原本凸显度不够高。因此，借助“工人”等上

义范畴概念对“农民工”这一相对的下义范

畴概念进行激活，实现从这些上义概念到农

民工的转喻，必须经过适宜的语境调控，使

农民工这一非典型范畴成员的显著度提高，

甚至超越该上义范畴的典型成员。最有效的

方法就是将农民工设置为话语的中心话题，

从而将“农民工”概念设置在上义范畴激活

的认知框架的中心位置，使其获得足够的显

著度，为话语消费者在心理上从该上义范畴

指称走向“农民工”概念提供足够的趋动力。
如在例［5］中，除报道的“农民工”主题这一

语篇语境外，“返厂”等单句语境也是辅助

“工人”“员工”等指称激活“农民工”认知框

架的重要因素。
例［5］乔连海介绍说，为了吸引工人，还对春节后

进厂的员工开出了优厚的条件，比如报销员工返厂
路费，为夫妻提供单独宿舍，宿舍安装柜式空调，成品
单价比往年调高。（《人民日报》2010.2.22）

用“工人”等一系列概念对农民工进行指称，实际

上是将参照点向更大的范畴转移的外向型本征性转

喻。这种上下义范畴之间的本征性关系属于部分与

整体关系的一种，但是又并非是基于真实世界的构

成性的组配关系（partonymy），而是基于种类关系的

范畴性的心理分类或再分类（taxonomy）。这种分类关

系虽然在客观世界中并不具有空间、时间等维度的

邻近性，但是它们彼此之间存在概念上的邻近性。由

于范畴化是人类运用语言对世界、客观、实体、存在本

身进行的分类，是人类理性思维的逻辑形式，是人类

主观上对客观世界进行认知的基本方式，针对某一

或某些概念的范畴化，经过多次重复共现，会在人类

的头脑中固化下来，构成主观概念上的邻近性；这种

分类性的整体与局部的关系在特定文化中一旦固定

下来，就不易受外界条件的影响，因此具有本征性的

特征。
在话语语境与指称方式的共同作用下，话语消

费者对“工人”系列指称做出“农民工”意义的阐释，可

以实现多种话语效果：一方面农民工作为这些指称

概念范畴的典型成员逐渐为话语消费者所接受———
新闻报道的受众逐渐接受原本被视为农民阶级的农

民工群体被纳入到传统的具有城市特点的“工人”群
体中的分类与事实，这有利于缩小农民工与传统城

市“工人”之间的福利、待遇等差距，也有利于农民工图 5：“工人”系列指称方式关系图

图 4：“农民”指称方式转喻作用图

农民工

工人、产业工人

职工、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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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主人翁意识的增强；另外，农民工作为“工人”的
典型成员借助转喻性指称被凸显，其各种特征也会

相应地被新闻报道的受众阐释为整个“工人”群体

的特征。今日的农民工已不再是过去生产技术、受
教育水平普遍低下的社会下层群体，新时代的农民

工有文化、有技术，在社会各领域的生产、服务领域

起着不容小觑的作用。作为话语消费者的我们要在

时代的大环境中理解话语，看到变化，接受变化，积

极思变。
综上，基于选择性心理过程的“侧重”识解操作在

话语中身份认同策略的实施及意识形态的再生产过

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3. 结论

识解操作是认知语言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它是

人们语言处理过程中潜在的心理过程与心理资源，

也是各种话语策略得以实现的心理基础。从认知的

视角研究话语阐释过程中识解操作的作用，有利于

更透彻地理解话语制造者如何借助对语言表层结构

的操纵，促使受话人产生定向性识解，达成特定的话

语策略，从而使受话人接受、乃至自发地产生与话语

制造者相同的立场与态度。媒体话语的制造者更需

要考虑受话人的认知因素与阐释过程，以避免由于

话语使用不当引起的识解变异，导致话语受众对于

话语权阶层真实意图的误读。受篇幅所限，笔者仅

以“侧重”这一种识解操作为例，证明了其在话语策

略的实施以及话语制造者意识形态再生产中的作

用机制。本研究表明，认知语言学的识解操作理论

对揭示隐喻以外的话语现象背后的意识形态动因

同样有效。
建立于第二代认知科学和体验哲学理论基础上

的认知语言学把人们的日常经验看成是语言使用的

基础，着重阐释语言和一般认知能力之间密不可分

的联系。在理论层面，作为一种研究范式，一个多种

认知语言理论的综合系统，它可以弥补批评话语分

析“语言理论单一和缺乏系统性”的不足。作为一种

以人脑和语言之间的关系为主要研究目标的理论，

它可以对语篇与话语实践过程之间的关系进行有力

的阐释。在批评话语分析中引入对认知因素的考量，

还能为之前一些在 CDA 中没有获得解答的问题提供

合理的解释。在实践层面，二者的结合亦能拓宽认知

语言学的研究视角，将社会因素纳入其考察范围，使

其更具实用价值。认知批评语言学能够指导话语制

造者，特别是媒体，从受话人的话语阐释过程着眼，关

注话语在受话人概念层面内化的过程，更忠实、准确

地向受众传播话语权阶层的真实意图，避免由话语

制造与话语阐释之间的间离引起的误读。
注释：

① 由于影响话语消费者对话语的识解过程的因素纷繁复杂，这里

我们不考虑话语消费者个人的特质性因素。这里的话语消费者

指的是理想的受话人（idealized discourse consumers）。
② Hart 的这一版本的对应表建立于 Hart（2011a）中提出的对应表

的基础上，有部分改动。
参考文献：

刘丹青． 2005． 赋元实词与语法化［C］∥吴福祥．汉语语法化研究．
北京：商务印书馆：292-322．

张辉，江龙． 2008． 试论认知语言学与批评话语分析的融合［J］． 外

语学刊（5）：12-19．
张辉，张天伟． 2012． 批评话语分析的认知转喻视角研究［J］． 外国

语文（3）：41-46．
Chilton, P. 2005. Missing links in mainstream CDA: modules, blends

and the critical instinct［C］∥R. Wodak & P. Chilton. A New
Agenda i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Methodolog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9-52.

Croft, W. 1993. The role of domains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metaphors
and metonymies［J］.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4): 335-370.

Croft, W. & D. A. Cruse. 2004. Cognitive Linguistics［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irclough, N. 1995.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M］. London: Longman.

Fauconnier, G. 1994. Mental Spaces: Aspects of Meaning Construction
in Natural Languag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auconnier, G. 1997.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Fillmore, C. J. 1982. Frame semantics［C］∥Linguistics Society of Korea.
Linguistics in the Morning Calm. Seoul: Hanshin Publishing Co.:
111-137.

Fowler, R. 1996. On critical linguistics［C］∥C. R. Caldas-Coulthard
& M. Coulthard. Texts and Practices. London: Routledge: 3-14.

Hart, C. 2010.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Cognitive Science: New
Perspectives on Immigration Discourse［M］. Basingstoke: Palgrave.

Hart, C. 2011a. Force-interactive patterns in immigration discourse: a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DA［J］. Discourse & Society 22
(3): 269-286.

Hart, C. 2011b. Legitimising assertions and the logico -rhetorical
module: evidence and epistemic vigilance in media discourse on
immigration［J］. Discourse Studies 13 (6): 751-769.

Hart, C. 2011c. Moving beyond metaphor in the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DA［C］∥C. Hart. Critical Discourse Studies in Context
and Cognition.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71-192.

Hart, C. 2013. Event-construal in press reports of violence in political
protests: a cognitive linguistic approach to CDA［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Politics 12 (3): 400-423.

Koller, V. & P. Davidson. 2008. Social exclusion as conceptual and
grammatical metaphor: a cross -genre study of British policy
making［J］. Discourse & Society 19 (3): 307-331.

40· ·



王铭玉. 2010. 符号的性质及对话理论———巴赫金思想研究［J］. 外

语学刊（6）：151-155.
郑海翠. 2015. 论巴赫金的语言观［J］. 外语研究（1）：19-23.
Br觝ne, G. & E. Zima. 2014. Towards a dialogic construction grammar:

Ad hoc routines and resonance activation［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457-495.

Chafe, W. L. 1994. Discourse, Consciousness, and Time: The Flow
and Displacement of Conscious Experience in Speaking and
Writing［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Du Bois, J. W. & R. Giora. 2014. From cognitive-functional linguistics
to dialogic syntax［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351-357.

Du Bois, J. W. 2003. Discourse and Grammar［C］∥M. Tomasello.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 Mahwah, NJ: Erlbaum (2): 47-87.

Du Bois, J. W. 2009. Interior dialogues: the co-voicing of ritual in
solitude ［C］∥G. Senft & E. B. Basso. Ritual Communication.
Oxford: Berg: 317-340.

DuBois, J.W.2007.The stance triangle［C］∥R.Englebretson. Stancetaking
in Discourse: Subjectivity, Evaluation, Interaction. Amsterdam:
Benjamins: 139-182.

Du Bois, J. W. 2014. Toward a dialogic syntax［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359-410.

Du Bois, W. John, R. P. Hobson & J. A. Hobson. 2014. Dialogic
resonance and intersubjective engagement in autism［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411-441.

Giora, R., M. Raphaely, O. Fein & E. Livnat. 2014. Resonating with

contextually inappropriate interpretations in production: the case
of irony［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443-455.

K觟ymen, B. & A. Kyratzis. 2014. Dialogic syntax and complement
constructions in toddlers’peer interactions［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497-521.

Langacker, R. W. 2001. Discourse in Cognitive Grammar［J］. Cognitive
Linguistics (2): 143-188.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evin, S. R. 1973. Linguistic Structures in Poetry［M］. The Hague:
Mouton.

Maschler, Y. & B. Nir. 2014. Complementation in linear and dialogic
syntax : the case of Hebrew divergently aligned discourse［J］.
Cognitive Linguistics (3): 523-557.

Sakita, T. I. 2006. Parallelism in conversation: Resonance,
schematization, and extens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ialogic
syntax and cognitive linguistics［J］. Pragmatics & Cognition (3):
467-500.

Siromaa M. 2012. Resonance in conversational second stories: a dialogic
resource for stance taking［J］. Text & Talk 32-4: 525-545.

Zima, E., G. Br觝ne, K. Feyaerts & P. Sambre. 2009. Ce n’est pas très
beau ce que vous avez dit! The Activation of resonance in French
parliamentary debates［J］. Discours (4):1-17.

收稿时间：2015-10-02
作者简介：胡庭山，硕士，副教授。研究方向：应用语言学，认知语言

学。孟庆凯，博士，副教授。研究方向：英语文学。
（责任编辑：李德俊）

K觟vecses, Z. & G. Radden. 1998.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J］. Cognitive Linguistics 9: 37-77.

Lakoff, G. & M.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koff, G. & M. Turner. 1989. More than Cool Reason: A Field Guide
to Poetic Metaphor［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 W. 1991.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2:
Descriptive Application［M］.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Langacker, R. W. 1999. Reference-point constructions［C］∥R. W.
Langacker. Grammar and Conceptualization. Berlin & New York:
Mouton de Gruyter: 171-202.

Langacker, R. W. 2002. Concept, Image and Symbol: The Cognitive
Basis of Grammar 2nd edition［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O’Halloran, K. 2003.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and Language Cogni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Peirsman, Y. & D. Geeraerts. 2006. Metonymy as a prototypical category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7(3): 269-316.

Reisigl, M. & R. Wodak. 2001. Discourse and Discrimination: Rhetorics
of Racism and Antisemitism［M］. London: Routledge.

Stubbs, M. 1997. Whorf’s children: critical comments on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CDA)［C］∥A. Ryan & A. Wray. Evolving Models
of Language. Clevedon, England: Multilingual Matters: 100-116.

Talmy, L. 1988a. Force dynamics in language and cognition［J］. Cognitive
Science 12: 49-100.

Talmy, L. 1988b. The relation of grammar to cognition［C］∥Brygida
Rudzka-Ostyn. Topic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165-205.

Talmy, L. 2000.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Weiss, G. & R. Wodak. 2003. Introduction: theory, interdisciplinarity
and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G. Weiss & R. Wodak.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ory and Interdisciplinarity. Basingstoke:
Palgrave: 1-35.

Widdowson, H. G. 2004. Text, Context, Pretext: Critical Issues in Discourse
Analysis［M］. Oxford: Blackwell.

Wodak, R. 2006. Mediation between discourse and society: assessing
cognitive approaches in CDA［J］. Discourse Studies 8(1): 179-190.

收稿日期：2015-12-01
作者简介：张蕊，博士生，讲师。研究方向：认知语言学，批评话语

分析。
（责任编辑：潘艳艳）

（上接 21 页）

!!!!!!!!!!!!!!!!!!!!!!!!!!!!!!!!!!!!!!!!!!!!

41· ·


